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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论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开拓

曹景文
(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062)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模式”成为海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海外学者深入分析了毛
泽东在建国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中国模式”的
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强大的物质基础、明确的前进方向。毛泽东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在改革开
放后被继承下来，并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毛泽东时代存在过于注重政治而忽视经济，过于注重意识方
面的功能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探索为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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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Scholars’Studies on MAO Zedong’s Opening Up the
Road to China’s Development

CAO Jingwen
(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With the rapid rise of the Chinese economy，the“China model”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of overseas academia． The overseas scholars analyze MAO Zedong’s hard exploration on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road and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hey think
that MAO’s China provides important political premise，strong material foundation and a clear way
forward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China model”．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MAO Ze-
dong’s Thought has been inherited and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t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eriod． In MAO’s era there were such problems as focusing too much on political and ignoring the e-
conomy，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of consciousness，etc．，but it was undeniable that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on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road provided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forming
the socialis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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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炎黄子孙的精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名字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随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



想不仅在国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政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如有的外国学
者所说:“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毛泽东对人类生活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世纪
的任何人。在他逝世后，这种影响依然存在。”［1］( p． i) 更有学者认为，就毛泽东曾有过的全球影响来看，
只有罗斯福、列宁或许还有丘吉尔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毛泽东学”已成为海外学者追逐的一门“显
学”。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众多的海外学者越来越关注毛泽东
与中国模式的关系，深入探讨毛泽东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

一、毛泽东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
次结合

海外学者注意到，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烂摊子。
为了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毛泽东适时

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命题。
1．主张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曾在很多方面照抄照搬过苏联模式的一些做法，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

了这一模式存在的问题。多数国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开始部分地抛弃了“照搬
苏联”的政策，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美国学者施瓦茨也认为，早
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就已“从根本上意识到，斯大林的模式不适合于中国，意识到
农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意识到并不存在可以轻易地加以利用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
现代化道路”。［2］( p49)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是毛泽东探索中国道路的开端。美国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无
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毛泽东都力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

命和建设的问题。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决心摆脱苏联的束缚，设计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
义道路’，并一再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毛泽东虽然开始怀疑苏联模式的价值，但仍然敬重马克思、列
宁、斯大林的遗产，然而其重点逐渐从遵循马恩列斯所做贡献的“基本特征”转向如何修改和发展它。
大约在 1955 年底，毛泽东就开始思考中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在 1956 年 4 月《论十大关系》的讲
话中，毛泽东首次系统阐述了关于被看作是处于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中的非欧洲社会样板的中国社会

的辩证法思想，这也许构成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最独特、最重要的贡献。他是自觉作出这一分析
的，思想被推向极端，就要走向它的反面。因此，他说，你要真想发展经济的某一部门，比如重工业，你就
必须注重其辅助部门，即轻工业和农业”。［3］( p10 － 23) 施拉姆明确指出: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一文虽然没
有拿出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的固定模式来，即强调了各部门的关系，而不是从总体( 经济) 强调发展进程

的动力，但它已经打下了走适合中国国情，尤其是适合农民和农村占重要地位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
础，标志着毛泽东精心设计的一个不同于苏联的“建设社会主义”方式的努力的开端。
施拉姆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他发现中苏两国在社会权力结构方面存

在着巨大差别。他认为毛泽东虽然声称要始终坚持列宁主义传统，但其对党的领导总的看法同列宁、斯
大林并不一样，中国一般比苏联更强调倾听群众的呼声和向群众学习，尤其是毛泽东特别强调群众要积

极参与管理，特别是中国的农村群众要积极参与到管理中来。这是因为中国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提供
了充足的人力资源，因而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

2．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民族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毛泽东更加注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把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以某种方式变成中国式的东
西，使其带有中国民族的特性，赋予它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海外学者在分析建国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进程时，发现“民族形式”是其重要特点，是看到了问题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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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是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具有民族形式的佼佼者。如澳大
利亚学者王衮吾认为，“毛泽东对中国的语言的掌握和生动的运用，似乎有助于把读者们对激进变革的
需求和紧迫感结合起来。绝大多数场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毛泽东的解说，便变得通俗易懂。这可能
不利于掌握马克思和列宁的本意，但这也许比要求所有的中国人去读外国味的深奥难懂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经典，更富有成效。我认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作的中国式表达以及对中国分析法的运用，比任
何翻译过来的马克思或列宁的教科书，更能给中国人民提供进步思想”。［4］( p163) 确实如此，在毛泽东时
代，毛泽东很多脍炙人口的言论为大多数人民所掌握，并成功地唤起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施拉姆在论及毛泽东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时指出: 毛泽东不仅主张从中国过去的典

籍中引章摘句，而且特别主张要吸取其精神实质。他引用了毛泽东在 1959 年 3 月的一段话来证明这一
观点，即有些情况不需要任何民族风格，诸如火车、飞机和大炮。政治和艺术却应当具备民族形式。美
国学者阿瑞夫·德里克也认为: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是全球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反映。“毛所进行的使
社会主义本土化的工作并不仅仅是为了使民族性利益或民族富强的考虑成为衡量社会主义相关性或社

会主义主张有效性的标准，而是标志着社会主义的真正民族化，即要使有效性社会主义学说成为当地的

社会文化环境的声音。”“本土化的社会主义标志着社会主义被融入了中国的大地之中，标志着社会主
义理想在一种表达了民族理想的语言之中的再现。”［5］( p226) 他认为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一
点是异常鲜明的，它不仅表现在毛泽东正式号召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事实当中，而且更令人信

服地表现在他的语言当中，毛泽东运用这语言把马克思主义提供给了中国的民众。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他善于从中国建设的实际出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

喜欢用平民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深刻的政治理论。应该说，海外学者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必
须具有“民族形式”的论述是抓住了根本，看到了问题的实质。

3．从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家的地位为国外政界和学者所

公认。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有没有建树却成为海外学者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海外学术界曾围
绕着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展开过多次学术讨论。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哈佛自由学派的学
者认为毛泽东在多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观点得到了海外多数学者的赞同。
施拉姆明确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由每个时代竭力追随马克思的人创造出来的话，那么毛泽东可

以算作我们时代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施拉姆将毛泽东对列宁主义作出的贡献概括为三个
方面: ( 1) 社会主义革命与产业革命并不一样，它也包括改造人本身; ( 2) 虽然具有觉悟和广阔的历史眼
光的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不倾听下面的呼声，那么这种领导人就会死气沉沉和腐化; ( 3 ) 农民
也和工人一样，值得倾听他们的呼声，而且农民有能力参加创造新社会。应该说，施拉姆的概括虽不全
面，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美国学者窦宗仪主要从矛盾学说的角度分析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他说，“毛泽东是

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在矛盾学说方面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关于社
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很少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恩格斯未谈过这一问题，列宁虽然指出社会主

义社会存在矛盾，但未细加论述。毛泽东在 1957 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指
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能够互相转化; 和平改造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但也包含对抗性的方面，

等等。“毛泽东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可能存在着对抗性矛盾，承认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变革，这无疑澄清
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未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6］( p115)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显著特点之一是开放性。
施拉姆就认为，毛泽东留给他的同胞的毛式马克思主义遗产，绝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更像开放和非

教条的、某种类似体系的东西。日本学者新岛淳良也认为: “毛泽东思想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提
出了马克思未曾提出的问题，而毛泽东提出了列宁未曾提出的问题，并重新提出了列宁提错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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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继承了列宁已经解决的至今依然有效的问题，又在实践中解决了列宁开始解决但尚未解决的问

题。”［7］( p142)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
论成果。很多国外学者都承认，这些新的理论成果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已经成
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即使“毛泽东思想”这个词用得虽然不是太多了，但许多实质性的东西无
疑还是会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继续坚持下去的。

二、毛泽东在建国后最关注的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
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毛泽东毕生追求的目标。有相当多的海外学者认为，“在毛的领

导下，中国发展得相当好，做到了经济增长，为人民提供了基本必需品”。［8］( p295)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中国经济也确有增长。

1．依靠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毛泽东十分注重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多次号召党的领导干部虚心做人民群众的“小学生”。施拉

姆认为，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毛泽东就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对现代化和工业化抱着积极的态度。
他把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概括为两点，一是注重群众的力量，提出“群众为了自己的事业应
该动员起来”。二是“在经济发展中，比较技术因素来，应该更强调人的因素。许多西方观察家认为这
两点在 10 年前显示了‘中国模式’对苏联模式的优越性”。［9］( p70) 美国学者韦克曼也指出:“毛的‘希望是
和我们党的所有同志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名小学生’。这使他成为其他共产党员的楷模，尽管干
部( 由于地位而不是由其他方面来决定) 也许觉得接受群众有点难受。开放党的司令部的大门，让曾经
令人生畏的权威面对胆子日益增大的党外人士，这是与党的官员的自我保护本能背道而驰的。考虑到
干部们的畏惧情绪，毛曾再三批评他们谨小慎微，并热情地敦促他们克服胆怯: ‘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
得吗? 偏要摸!’他知道公开批评可能达到的严厉程度，但那些不得不经受批评的人将不会‘都灰溜溜
的’。因为，害怕面对群众是自己拆自己的台。”［10］( p245)

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党和政府的权威就失去了合法性。因此，毛泽东倡导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
的生产积极性和主人翁意识。印度学者莱恩·N．夏梅指出:“毛泽东在分析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基础时，
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民众倾向和群众方针。即必须为了群众的更大利益而行使权威，否则，权威就将丧失
其合法性。”“为了反对非法权威，并使中国人民能适应这种反对，毛泽东通过反复的强调与实践，贯彻
并运用着人民的权利。”［11］( p182) 美国学者林春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目的在于创造一个人人参与的、
共同的、非官僚化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人们能够充分地展现他们的潜能，而不是充当官僚控制的角色，生
产服务于人们的需要。这一时期中国的体制没有疏远人民，政府继续享受革命的合法性并被认为是最
好的公众利益的代表和发展的自然代理人。中国消解国家和社会之间分歧的独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归
之于社会认同，由革命和党对基层的长期动员形成的社会联系。毛泽东时代更多地奠基于支持、理解或
一致，而不是强力。
海外学者对毛泽东群众观点的论述是符合实际的。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党的最

根本的工作路线。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密切党群关系，这是时至今日人民仍然怀念毛泽东的重要原因。
2．切实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压力，毛泽东采取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对维护国家安全和民

族利益所做出的贡献给海外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多海外学者慨叹: “他充满着不妥协地献身于
中国的独立和民族尊严的强烈的精神，使她从一个衰弱、分裂、任凭外国干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大家庭
的强大、受到尊敬的一员。虽然他先与苏联结盟反对美国威胁，而后又联美反苏，他从始至终都明白地
表示，这些政策首先是服务于中国的利益。”［12］( p17)

施拉姆从毛泽东的性格分析出发探讨了毛泽东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行为，他说:“在毛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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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中，只有一个品质得到了他同胞的一致反应: 他维护中国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坚定决心。当他 1949 年
12 月去莫斯科寻求对建立新政权的援助和支持的时候，充分显示了他的这种品质。”毛泽东在苏联期间
花费了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与苏联谈判。“毛在 1950 年 1 月 2 日和塔斯社记者的谈话中，表示他可能要
在莫斯科逗留‘几个星期’。但他又说，确切的逗留时间将部分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
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毛泽东在苏联呆了 9 个多星期，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部分地满足了自己国
家的利益。［13］( p219)

澳大利亚学者泰韦斯对毛泽东加强民族团结，巩固国家统一的努力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说，毛泽东

主持制定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意识地摆脱苏联先例的另一个方面是抛弃少数民族地区可
以分离的假设。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宣布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自治区是国家领土的不
可分割的部分”。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占全国领土的 60%，它包括最具战略意义的
边境，蕴藏着大量矿藏和畜牧资源，又是共产党之前的历代政权全神贯注的重大目标”。［14］( p107) 正是由
于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才实现了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局面。

3．追求社会平等是最大心愿
社会平等、公平正义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鲜明特征。海外学者从多个角度考察了毛泽东

时代中国的社会平等。特里尔认为，“毛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有更多的社会平等，这主要表现在三
个方面: 按劳取酬———身份，或拥有土地和资本不再起作用了。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平等
的分配方式之一，彻底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卫生保健和初级教
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支付得起了”。［15］( p41)

毛泽东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一员。英国学者威尔逊也深有感触地说: 个人解放后，要让人民准备过
现代生活。毛泽东牢记自己是人民的一员，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物质生活方面比起任何同僚，毛泽
东都更朴素，更没有追求。作为领袖的他因为经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磨破的袖口、用得松松垮垮了的
短袜出现在人们面前而闻名于世界。上世纪 50 年代曾到中国访问的法国著名作家、存在主义大师萨特
曾亲眼目睹了 1955 年天安门广场的国庆活动，他说:“普通民众与毛泽东之间的直接的个人与个人之间
的关系，深深地打动了我。这里没有所谓的‘集体性的歇斯底里’、‘群众催眠’，没有所谓的‘迷一般的
领袖’。没有人是‘恍恍惚惚’，没有人‘灵魂和肉体都变成了暴徒’，这里只有 50 万个个人，每个人都在
声明着自己欢度着时光，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的眼睛中你也看不到那种空洞的注视: 你

看到的是情感。工人、工匠与毛泽东打招呼，就像普通百姓相互握手一样，他们挥舞着鲜花，抬头用灿烂
的笑容看着他。他说声‘谢谢’，就像你对一个帮助你的朋友说一样。”［16］( p116) 美国学者弗郎西斯·苏也
认为: 毛泽东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中国摆

脱帝国主义和经济贫困这个孪生的历史灾祸，为中国人民创立一个以自由、平等( 毛泽东把自由、平等
看作是人类的两种基本价值) 为基础的新的公正的社会。
在实行社会公平的方法上，海外学者也进行了分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认为，为了体现社会公

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众多的群众组织，诸如工会、妇联、青联、少先队等。“这些
群众性组织在老百姓和官僚阶层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原先不问政治的平民百姓中培养起政治热情

来实行群众路线。这条路线的主要内容: 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以经常接触工农群众为基础，党的工作者首
先要认真研究群众问题，听取群众意见，其次针对问题和意见制定指导性政策，最后让群众把这些政策

当作自己的意愿去执行。”［17］( p597)

美国学者纪文勋高度赞赏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社会公平所取得的成就: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产

党政府取得了空前的、全国规模的大统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贫苦的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迅速
的提高，同时妇女的地位也有了巨大提高; 士兵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改变了过去好人不当兵的旧观念。
迪克·威尔逊也认为，为了实现新中国的社会平等，毛泽东一直都在为妇女的权利而战，为青年学生有
权力对他们受教育的制度发表意见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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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时期的中国过于注重政治运动，但多数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在经济社会方

面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在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以后，毛泽东为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似乎就成了爱国主义和献身革命理想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人要改善中国人民的生
活，使国家富强。”［18］( p89) 毛泽东是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极大贡献的历史巨人。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国外学者赞叹不已。费

正清在评价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指出:“1953—1957 年间实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的说来，取得了
很大的成功。国民收入平均增长 8． 9%。农业生产增长约 3． 8%，而全国人口只增加了 2． 4%。这可以
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一比较，它们的国民收入平均增长率为 2． 5%。印度在本世纪 50 年代国民收入的
增长率不到 2%。另一个指标是，1950 年中国人均寿命为 36 岁，到 1957 年为 57 岁。小学入学儿童比
率由 20． 5%增长到 50%。总的说来，城市工资大约增加了 1 /3，农民收入增加了 1 /5。”［19］( p339)

如何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毛泽东探索了多种方法和途径。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列
宁、斯大林和彼得大帝，具有对历史进程独特的洞察力。他说:“从非常现实的意义来说，他是中国的彼
得大帝: 他是试图吸引源于西方的思想和技术使国家现代化的第一个统治者，而无论是在帝国覆灭之前

还是之后，他的历届前任都未像他这样做。”毛泽东在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确
立为奋斗目标的同时，还在采取的方式方法上进行了探索。施拉姆说:“1956 年 1 月，他宣布，为了达到
‘在几十年内消灭中国经济上、科学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的‘伟大目标’，‘决定性的因素’是要有
‘足够数量的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1960 年，苏联突然停止了对中国的技术援助，给中国的经济
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使许多大工厂未完成就停止建设了。“毛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侮辱，也不会忘记
经济上的损害。1964 年，他说，苏联货无论怎样都是既粗糙，又昂贵的，‘还不如与法国资产阶级打交
道，他们还有一些商业道德概念’。”毛泽东提倡向科学进军，向西方先进技术学习。为了“建设一个强
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毛泽东主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27 年里，从未停止过号召经济进步，并且号召用
数量单位下了定义的进步: 多少吨钢，多少吨粮，等等，在数量上取得明显的进步。［12］( p3 － 11)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巨大成就得到了大多数海外学者的认可和赞扬。美国学
者特里尔认为:“毛统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统一的时代之一。方言逐渐消失了，学校教育使孩子
们很容易辨认打上了‘新中国’印记的喜马拉雅山脉和东邻朝鲜的森林。共产党的组织网络使中国 29
个省( 原文如此，中国大陆现为 31 个省市) 的相互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你可以同老年的中国
人谈谈，虽然他们中个别的不喜欢社会主义，他们还是会说北京政府的好话。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有自
尊，这使他们感到骄傲。”“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向社会现代化———现代化的最有效形式———迈出了一大
步。”“在他临终前，毛完全可以宣称中国已经向繁荣迈出几步，出于多种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虽不如
日本那样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但要胜过印度。”“毛留给中国的是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和世界上第六
大经济大国的地位。”［15］( p38)

三、毛泽东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模式”主要是海外学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概括，其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经验总结。2004 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雷默提出“北京共识”后，中国模式就成为海外学者谈
论中国的中心话题，在学术界不断形成新的研究高潮。海外学者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也注
重探讨毛泽东与“中国模式”的关系。

1．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国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
许多海外学者看到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中华民族近现代史发展中的连续

性。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
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的政治制度不仅保留下来，而且被新时期的领导人反复强调必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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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坚持。海外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中国人民的富强和民主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最终统一
创造了条件。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此基础上把毛泽东的事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目前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这一点是其他任何

国家都没有的。俄国学者 A． B．维诺格拉多夫指出:“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指令式管理’模式的
批判并未导致对过去和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历史上地位的否定。中国人巧妙地保留了对毛
泽东思想的忠诚，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其中的一些核心原则。这些原则已经不适用于确立政权合法性的
新程序，这也为维护改革动力提供了可能。”“邓小平在保持政权连续性的前提下，并没有怀疑过现有政
治体制的合法性，而是保留了在未来逐渐进行改革的可能性。”［20］( p50)

毛泽东时代为一个主权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而对如何建设这个国家，为当代中国留下了很多宝贵

的经验。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就很难有改革后的成就，正是由于毛泽东时期众
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才使当代领导人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探索。施拉姆认为，改革开放后的
“当代领导人正在继续进行毛在 1949 年最初取得成功之后没能进行下去的‘中国化’运动”。［21］( p50)

2．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成就为“中国模式”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尽管毛泽东时代在经济上曾出现一些偏差，但“中国模式”是建立在毛泽东时

期所取得成就基础之上的。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国际政策是不借贷，资金不外逃，国内已有了相当的
工业基础，这使邓小平很容易地重返国际市场而不用影响到中国的独立自主。他们还认为，中国目前农
村和小城镇发展得取得了很大成功，其基础在于“文革”期间的小工业政策。“用其他办法也可以取得
目前的成果，但不应该忽视现在的成果是毛主义发展策略的结果。”［8］( p308)

多数学者通过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无论用哪种指标来衡量，中国

经济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法国著名学者马思乐认为，毛泽东时期中国工业产量年均增长率
为 11． 3%，这一速度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
国的工业基地比比利时的工业基地还小，但在毛泽东执政晚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六个工业生

产国之一了。
美国著名学者迈斯纳也认为，无论人们将对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但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

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

国家。毛泽东时代的巨大经济成就和高积累，使改革开放的中国有了迅速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基础。
3．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后得以坚持和发展
多数海外学者在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区别的同时，还特别关注两者之间的联系。

他们认为，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正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部

分。因此，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领导人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必然的结论。
中国政策的连续性获得多数海外学者的好评。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不管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制

定的具体政策命运如何，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它不仅代表毛泽

东本人的思想，而且还代表集体的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核心成分具有持久的意义: 马克思主

义与中国经验相结合。由于相同的原因，我愿意在这里表明，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相
结合为解读后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转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工具”。［22］( p155)

有的海外学者还比较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如施拉姆认为，毛泽东
的思想同邓小平的思想相比较，两者有一点未作丝毫的改变，那就是为寻找一条现代化道路而向西方学

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特色，也就是都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同时也要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适应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俄罗斯学者叶列娜·波多利科指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目标始终是把国家变成世界上有威望和影响的繁荣
富强的国家。”［23］(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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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毛泽东晚年在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理论和实践失误
海外学者在充分肯定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道路探索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1．毛泽东晚年思想背离了“八大”前形成的正确思想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在 1957 年以后的思想，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思想与此前的思想有很大

的不同。日本学者中西功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分期，将 1957 年和 1958 年后展开的思想称为毛泽东的
晚年思想。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都在摸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道路”。在各方面对民族资本进行和平改造的这种中国式的做法为人们所注目。“所有这些经验都在
‘八大’上做了总结，而且作为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 那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总
路线) 确定了下来。这条路线实际上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打基础的路线，是通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尝试的路线。”［24］( p147) 但是从 1957、1958 年开始，“八大”的路线来了个 180 度的大
转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把中国革命各阶段、各时期的中共和毛泽东的路线，胡乱地收
罗在一起。其本质则是以老办法解决新问题。他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长期处于同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都不大的社会环境中，这妨碍了毛泽东积蓄向新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化所必需的

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中西功的这一分析虽然不够全面和深刻，但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有此观点实在
是难能可贵，同时其分析问题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美国学者麦克法奈尔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否定毛最喜欢的那些原则。他一贯坚持

共产党在所有领域里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极大程度地使党的干部士气低落，并摧毁了他们在群众眼中

的权威，而恢复这些权威则要花许多年的时间。毛特别注意党对枪杆子的领导，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
军人控制了新组建的党的机构。毛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却在事实上被奉
若神明。毛始终提倡‘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而文化发革命中，他却迅速地清洗了他的许
多从前的同事，随之废弃的是那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路线。”［25］( p316)

2．毛泽东是“唯意志论者”
多数海外学者认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过于重视精神方面的力量，是典型的“唯意志论

者”。费正清曾把建国初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分为两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唯意志论者，以刘少奇为代
表的强调计划经济和求得物质进步者。他说:“唯意志论与计划的对比: 毛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在面临巨
大的任务时，赞成进行五年计划之类的系统工作，把投资资金的逐步积累和工业建设看作必不可少的。
毛则考虑政治多于经济，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正确的态度和决心，人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这种对意志的
重视，即唯意志论，成为毛的个人信条，是得到他的个人经验所肯定的，这使他偏爱地方的主动精神而不

赞成由中央实行控制，相信人民而不相信官僚，重视农民而不放心任何新出现的统治阶级，用很普通的

话来说，就是重视政治而不重视经济。”［26］( p18)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对毛泽东的贡献和影响进行了客观分析。他认为，毛泽东把中国的极端
落后当成了一种长处，极其相信人类本性的可塑性，并认为中国人民比大多数其他民族更具有可塑性。
因此，毛泽东把主管方面置于首位，把阶级斗争说成发生在集体与个人利益牵制的个人意识里。对自我
牺牲精神无休止的赞美，对物质刺激的盲目抵制，以及普遍的禁欲主义和清教徒主义也因此盛行于中国

社会。在麦克莱伦看来，毛泽东时代过于强调意识的重要性，把无产阶级的意识灌输到人民群众中，通
过运动组织群众进行国家建设。
不管人们对毛泽东有怎样的看法，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多数海外学者认

为，对毛泽东的错误应客观对待。“一个人不可能完美无缺，对毛这样一位英雄不能过于吹毛求疵。许
多中国人明显地为有这样一位英雄而高兴，并且极乐意把毛统治下的不满意归咎于他的助手。”［27］( p28)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辛探索，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继续探索并系统形成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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